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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诗的山脉中，龚自珍诗无疑是其高峰。龚自珍诗歌创作生涯中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七

年（1827）两次“戒诗”行为，成为谈文论史者熟知的掌故。a 对龚自珍为什么要“戒诗”，前人有过诸

多探讨。本文试图从龚自珍家族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其戒诗的原因，以期对其“戒诗”这一现象增加新

的认识。

一、浙江仁和龚氏家族科举仕宦成长史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倍增和技术、制度的停滞，使得社会长期的向下流动趋势无法避免。家族科

甲实现长期鼎盛难度颇大。[1] 仁和龚氏家族科举的高峰始于乾隆中后期的祖父辈，延绵至其兄弟辈。龚

自珍从弟龚自闳的文集序言中说：“科名者，暗中摸索之物，国家悬以取物而不能必得也。而龚氏自祖

若父以来乃屡得之若操左券。……观先生所编《龚氏科名录》载入国朝登贤书者十四人，捷礼部试者八人，

列胶痒、登副榜、拔贡者数十人，科名之盛，海内几与无匹。”[2] 家族中龚自珍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迤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经学与诗歌关系研究”（16BZW09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贺国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魏中林，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2）。
a龚自珍在道光七年“戒诗”后，何年再次破戒写诗，文献尚无法查考。今龚集中道光十年后存诗为后人辑集，

据龚自珍《与吴虹生书》记道光十九年又破戒作《己亥杂诗》，因此有论者认为龚自珍曾三次“戒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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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龚自珍一生数次戒诗。从龚氏家族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以增加对其戒

诗行为的认识。在龚氏家族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科举出仕成为家族潜在的、持久的行为规则和家族发展目标，

龚氏家族的思想倾向总体上在清帝国提倡的正统意识形态内，一直到龚自珍的父辈，未越出程朱理学的藩篱，

这两者形成龚氏家族的传统。龚自珍的行迹表现出依违于家族传统的困境，其自身赋诗行为及其诗歌的批判

精神与家族的诗歌实践、思想倾向相背离，而家族的诗歌实践、学术思想给予龚自珍压迫性的作用力，使得

他个人不能完全脱离体制，由此产生数次戒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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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兵备道，本生祖褆身官内阁中书，军机章京行走。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嘉庆元年进士，由主事历任至

江苏按察道，曾充军机章京。叔父龚守正嘉庆七年进士，由编修历官至礼部尚书。从兄自闓道光二十四

年进士，官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从弟自闳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其他有科名官职者还不少。

科甲枝繁叶茂，艳羡天下。a

龚氏家族科举史的道路并不顺利。仁和龚氏共推的始祖龚潮为明正德、嘉靖以前举人，钱塘县学

教谕；此后家族虽然一直诗书继业，恪恭孝友，但在科举上没有突破，直到六世祖龚以亮才有起色。龚

延諤（龚自珍的曾祖父辈）《飏臣公谱序》追述说：“六世心慎公（以亮），英杰继起，积德累行，而南北

之事业日隆，声誉日著。我龚氏乃得著姓于杭郡，闻名于冀北。”[3] 慎宇公龚九叙次子以亮的长子龚瑛（即

琢瑕公），中顺治五年（1644）举人，龚瑛长子宜生中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家族始步入科甲之家。

龚自珍一支六世祖为龚以亮的弟弟龚以庭，以庭虚数 29 岁就去世了，长子龚国耆才七岁，次子龚国

昌（后改名煜）五岁。幸亏伯父龚以亮的照顾，两兄弟得以读书成人。五世祖龚煜早慧好学，能文工书法。

长于处理官家行政公务，在福建顺昌、浙江宁波长期担任幕友，奉宋明理学，处事颇有道德和勇气。龚

煜去世时 52 岁，因品格廉洁好施，在经济财富上没有积聚，三个儿子年幼，龚自珍的高祖茂城才八岁。

寡母崔氏靠手工糊口养家，后因家计艰难，茂垓辍学学幕，茂增“弃儒就贾”。等到茂城年纪稍长，也

随同亲戚孙氏学生计。[4] 茂增、茂城“乃不五、六年而赢馀已千数百金矣”。后来家庭人口日增，兄弟析产。

乾隆十五年（1750）茂城去世后，其子龚斌在科场上做最后一次尝试后，便一意从商。在经商的经济基

础之上，龚氏家族簪缨络绎，进入科举高峰。

明清以来，“弃儒就商”、士商合流，商人士大夫化、士人“商人化”，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5]

稽考龚氏家族活动，儒家的社会思想、伦理观念被灌注到家族的商业活动中，并被认为是一种良好的

家风。龚斌在家训中说：“不论所执何业，而居心必归于正。为臣为子，忠孝其大端矣；如求名，不可

走苟且徼幸之路；求利，不可行虚伪欺诈之事。”[6] 解除家族经济的困难，是家族两代从商的主要原因，

经商活动并未改变龚氏家族对科举出仕的强烈追求，反而是家族的长期贫苦，使得诗书传家观念越来越

成为家族的“习性”，引导着龚氏家族前进的方向。龚茂增之子龚鉴《三世家传》记载其“十二时入家塾，

背诵不熟，先慈大怒，持刀以嚇。鉴与邻人私戏，母知之，惧比匪之不可长也，大恸曰：‘吾有此不肖子，

不如无有。’捶楚者终日，举家为之请，乃已。……先慈一生相父，心计形劳，欲成家立业，孰知日就凋零？

一生训鉴法语巽言，欲显亲扬名，孰知困顿不达？”[7] 这段文字简朴生动地描述了龚鉴母亲对儿子学举

业督责的严厉，也表明龚氏家族一直把中举以“显亲扬名”，作为家族努力的目标。在家庭条件困难的

时候，龚氏家族采取的策略是让部分后代经商以维持家族的经济需求，而让家庭中俊异之才致力科举。

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生性恬淡，而意气风发，不以世俗功名为念。敬身年轻时读书作文，“皆刻意

追古人，不甚模仿举子业。后以老亲期望，乃以余力治八比，每一落笔，即出寻常蹊径外，遂以乾隆乙

卯举于乡，己丑成进士。”后来龚敬身从中书舍人的职位连续升迁为宗人府主事、吏部稽勋司员外郞、

礼部精膳司郎中。对龚敬身的官宦生涯，纪昀总结说：“此数政官，皆以娱亲之故，博捧檄一笑，犹勉

攻制艺之初志也耳。”[8] 这很好地说明在家族向科举大族发展的过程中，即便有个别子孙在思想上想脱

离家族“习性”，在行动上却不得不遵循这一道路，致力于制艺科场、官宦政事。龚自珍家族在迈向科

举大族的过程中，凭藉经商得以维持家道，提供家族向上流动的契机；而作为具有业儒传统的家族，一

旦获取新的生机，科举出仕这一潜在的、持久的行为规则，就会不自觉地成为家族的发展目标。

二、龚氏家族的思想取向

龚自珍的“公羊学”主张是晚清思想解放的号角，但他出身于累世“孝悌仁义”的业儒家族，其思

想与其家学的关系则不甚为人关注。龚自珍五世祖龚煜，安贫力学，力行袁黄“功过格”，常以成圣成

a龚自珍的家世资料可参考龚自闳编：《龚氏家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年；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
附录一家世，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37-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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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自我期许。功过格是 16、17 世纪流行的善书，建立在信仰超自然报应的基础上，与宋明理学的修身

日记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统儒者在遇到“科举失败”或“无子嗣”的时候，常常觉得必须行善来积

累功德，可不久又表示这是不正确的观念。龚煜力行袁黄功过格的动机，大概是在清代社会长期向下流

动的趋势下，出于家族“科举失败”经历，想通过这一净化道德、累积功德的方式改变家族的命运。[9]

就龚氏家族的家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袁黄功过格这种思想本身与明代理学关系密切，又影响着清初的

理学家，这也大致表明龚氏家族的理学倾向。同时龚氏家族祖辈对此的信仰，也印证着家族对科举目标

的追求。龚煜的孙子龚斌应该受到功过格思想的影响，他在家训中强调后世子孙如道德心性修养不正，

则“此身不能久享，灾祸或由是基”；如能坚持道德的累积，虽暂时不能得到名利，“至后自应大伸”。[10]

龚自珍家族中，学术上最早名世的是曾伯祖父龚鉴。龚鉴的父亲茂增晚年不能养家，家庭依靠龚自

珍高祖父茂城支持，龚鉴与龚自珍一房的关系密切。龚自珍的曾祖龚斌、龚鉴都和杭世骏交往甚契。杭

世骏《道古堂诗集》卷二十六有《龚斌招集半翁居逭署同汪沆江立用王集秋热韵》、《九日集半翁居》等

诗。龚鉴与杭世骏、厉鹗、汪大坤、严璲、张烩、殳闻望等“诸名辈结读书社”，“日有课，月有程”。[11]

全祖望说：“康熙之季，杭才彦最盛，而杭二堇浦与君（龚鉴）为尤。”[12] 龚鉴的学术著作，存世刊刻者

有《毛诗序说》三十二卷，a《读周礼随笔》六卷。《毛诗序说》为全祖望、杭世骏所称道。杭世骏说：“鉴

遽于经学，学以安溪李文贞公为宗。《诗说》已有成书，阐明李文贞（李光地）公《诗所》为多。”[13] 李

光地是康熙朝理学名臣，他所著的《诗所》收入《四库全书》，清代前期以李光地为中心，其门下弟子

形成了一个“以理说诗”的《诗经》学流派，其论著有杨名时《诗经札记》、夏宗澜《诗义讲记》、徐世

沐《诗经惜阴录》、顾昺《诗经序传合参》、徐铎《诗经提要录》等。

从《诗所》来看，李光地偏重于“宗序”一派而又能汲取朱熹“疑序”学说的某些观点。龚鉴对《小

序》的看法与李光地一派大致相同而更加保守，他明确反对朱熹一派“疑序”观点。即便朱熹有遵循《小

序》的地方，如卫风《硕人》、齐风《猗嗟》二诗，朱熹《诗集传》用《左传》以经证经，认同《小序》，

龚鉴也认为朱熹这是“非信小序也，信左传也”，其解诗方法是“唯以现在文义为主”，[14] 反对朱熹的

文学性解诗方法。龚鉴基本上采取“宗序”的解诗方法，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无视考据方法，而持伦理

功用原则。就《硕人》、《猗嗟》二诗而言，他认为如果采用朱熹“以诗说诗”方法，《硕人》不过是“婚

姻富丽之语耳，而恶睹乎其为悯庄姜乎”，《猗嗟》不过是“威仪技艺之美耳，而恶睹乎其为刺鲁庄乎”。

由于过分重视诗歌的美刺功能，龚鉴说：“二诗者，可以现在文义求之乎。以现在文义求之，则二诗肤

浅而无关于名教。以小序说之，则二诗深婉而有不补于人伦。诗之难明如此，诗之非序不明有如此。朱

子疑其无证者，唯取其有证者。鉴信其有证者，因信其无证者。”[15] 这里鲜明地表现出理学家“以理说诗”

的导向，注重于诗义对名教纲常的维护，偏重诗歌美刺垂诫的社会功能。 
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为诸生时，“以理学文章自任 ，以程朱韩柳为指归”，[16] 思想应该不出清王朝

正统以程朱为尊的理学范围，他并非学者，无学术著作。龚自珍父亲龚丽正是段玉裁的女婿，江藩《国

朝汉学师承记》卷五说他“以懋堂为师，能传其学”，著有《国语补注》、《三礼图考》等。今检《中国

古籍总目》，其著作不见有传本。b 龚丽正嘉庆乙卯（1795 年）乡试中浙江省第五名，段玉裁写书信给刘

端临，表达自己“冀其早成进士，一意学问”之意。[17] 嘉庆丙辰（1796 年）又修书邵晋涵，说丽正“考

据之学生而精通”，[18] 希望邵晋涵能够指点他。但是嘉庆壬申（1812 年）龚丽正出任徽州太守，段玉裁

在赠序中说：“既承恩命，即驰书寄余，言‘当益加小心，谨守先君之法，尤仰仗人诲言。’余谓尔法尔

之先君，善乎善也。若余，则何言哉！余壮岁出宰，气质未化，未能尽心于民，颇以好读书玩公事，年

a龚鉴《诗经》类著述另有《毛诗疏说》8 卷（或称《诗经义疏》），《龚氏家谱》著录，未见传本；《龚明水诗说》
钞本四册，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这三书是否为同一书，尚有待查证。

b龚丽正著述，阮元《公羊注疏序校勘记》，桂馥《说文义证》卷七、九、十二、十六、三十三，孙诒让《籀庼述
林》卷三等尚间有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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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老眊，时用自悔。……及尔先君是师，惟余是鉴。”[19] 在这时，老年的段玉裁已经改变观念，希望女

婿持守家族“习性”，遵循父训，以清廷能吏为目标，而不再期许他成为朴学家。这表明，第一，龚氏

家族发展中，长期以来对科宦的向往与追求，可能使得龚丽正在成为进士后，并未“一意学问”，而是

追随世俗正统的官场升迁。从龚氏家族史考察，龚敬身兄弟与戴震有所交往，戴震与段玉裁的书信、著

作交流依托龚氏中转。[20] 龚禔身与段玉裁、戴震也是知交。但是段、戴与龚家的交往并未影响龚氏兄

弟的学术趋向，龚氏兄弟还是偏重于从政。以上可推测，也许在家庭影响下，有考据天赋的龚丽正后来

并没完全走上考据家的道路。第二，段玉裁晚年对考据学的看法有所转变，对自身埋首考据有所自悔，

而希冀女婿龚丽正能够经世济用。龚丽正去官归田后于道光七年曾掌教杭州紫阳书院，“每勖诸生，必

曰先器识后文艺”。[21] 杭州紫阳书院靠近新安，偏重于宋明理学教育。龚守正曾说“吾家先世皆敦孝友，

重根本，睦姻任恤之事，无不乐为之，至家闇斋六兄（丽正）而泛滥极矣”，[22] 很好地证明了龚丽正恪

承家族的思想倾向。

以上对龚氏家族文化的梳理，说明龚氏以科举保持家族向上流动的家族倾向，龚氏家族在思想上倾

向于宋明理理学，信守“积善累仁”观念。这在清代对大多数家族来说可能是常态；但龚自珍天才思想

的出现，无疑违背家族累积的“习性”，这不啻是一个家族悲剧。

三、依违于家族传统中的龚自珍

从龚自珍外祖父段玉裁对其学术发展的教诲来看，段玉裁师承戴震，但“幼年濡染于理学，尤其于

朱子之言，至老而不能忘”。[23] 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所作《娱乐雅言序》说：“今之言学者，身心

伦理之不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

者。”[24] 这里已经明显有用考据学涵盖、调和汉宋的趋向。同年三月《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中

又叙说自己故往“喜言训诂考核”，实际上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以至于老大无成，追悔莫及。他

认为汉人的“小学”只不过是“一艺”，而朱熹的小学有“蒙养之全功”。[25] 他自省平生之过，发愿要将《朱

子小学》传诸子孙敬观熟读，“习为孝弟”，以求取晚节末路之全。段玉裁对龚氏家庭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他说龚氏家族能够四世美德，出为循吏，处亦有为，是因为龚家能够长期禀循“仁民爱物”、“慈孝友恭”、

“积善累仁”[26] 等家庭伦理规范。段玉裁的看法可与龚斌的认识相印证。龚斌《述先示后家言》说“自

我一身以下，子孙曾元，及于无穷，无违祖训，必以孝弟为根本，”[27] 特别强调家族道德规范对家庭

成员的约束。基于以上原因，段玉裁写给龚自珍的《外孙龚自珍字说》、《怀人馆词序》，实际上带有用

正统理学观点来规约龚自珍的倾向，他所说的“自爱而能爱君、爱亲、爱民、爱物”，“努力为名儒、为

名臣、毋为名士”，“予之爱自珍也，不如其自爱也。李伯时之画马，黄鲁直之为空中语，规之者皆以为

有损于性情，况其入之愈幽而出之愈工者耶”，突显出宋代理学家“文能害道”、“诗有损性情”的观念，

这也表明龚自珍年轻时的学术思想就和家族思想观念存在矛盾冲突。而段玉裁要求龚自珍毋为名士，劝

导他少些“有损性情”的词作，不是劝他向汉学考据发展，而可能是希望他遵照家族文化，成为达官大

吏，仕途有进。

但是龚自珍嘉庆十五年（1810）顺天乡试仅中副榜第 28 名，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二十一

年（1816）顺天乡试皆未售，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浙江乡试才考中恩科第四名举人，嘉庆

二十四年（1819）应恩科会试又未售，嘉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落第，靠纳捐才得内阁中书。其后又三

次会试不售，直到道光九年会试中式第 95 名。以不世出之天才，遭此长期科举蹭蹬，对于心高气傲、

放纵狂逸的龚自珍自然是难以忍受的，牢骚和讥讽之语自难避免。从家族的角度来看，龚自珍在科举上

的失利，思想上对儒家正统的突破，批评时政的文字所引起的嫉恨打击，这些都违背了家族传统。如他

明确反对积善累仁可以改变命运，认为天命是不可抗拒而又无规律性可循的。天之所以为天，“以未兆

为朕”。正因为其不可预测，所以有时人们埋怨苍天，但是“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世间皇

帝的“君命”，尽管“范围乎我之生”，却“有可知，有弗可知”。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有时人们埋怨



-158-

君主。程朱理学将天命解释成天理，认为天命和君命都是合理的，可以预测的。龚自珍批判宋代儒者这

种观点，认为他们实际上“其于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贸易者之执券而适于市，亵君嫚君孰甚 !”（《尊

命》）[28] 龚自珍对天命合理性的否定，实际上也反对了家族传承的文化观念。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以龚自珍的聪慧才气，他又不能闷闷默默，放弃出仕经世之心。他不能做“枕

高林，藉丰草”的山中之民而隐居，等待“山中之大音起”，也不能学孔子做“素王”，祖述六经，其学

则史，以待后起之新王。这在他《己亥杂诗》中表现明显。诗云：“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

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29] 这首诗表现出对皇朝恩宠的感激与眷恋，这一部分是他个人思

想上的软弱性造成的，更大程度上还主要取决于他的家族传统无意识地指引着他的行为实践。龚家对清

帝国的皇恩一直是感激不尽的，龚守正就在《家乘述闻》中详细记载了他做官 30 年“屡遇覃恩请封之

典”的经历。将嘉庆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八年、十五年己身所受皇恩一一娓娓道

来，其中回忆说：“乾隆癸丑守初泮时，伯父为守检点蓝衫，笑谓余曰：‘汝岂能诰封我光禄大夫乎！’……

今既获邀荣赠，去光禄大夫仅未达一间，天恩祖德，感激涕零，实自惭侥幸之至也。”[30] 龚氏家族从龚

敬身一辈开始，长期保持科宦的顺利，延续到龚自珍一代，龚自闳亦为达官政要，历任江南乡试正考官、

安徽学政、贵州布政使、工部侍郎等，龚家对清帝国自然是感恩不尽，也深深地认同其家族的仕宦传统。

联系上面的材料，龚自珍对清帝国的感激惜恋之情不难理解。

龚自珍又有诗云：“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诗歌

说他的祖父敬身、本生祖禔身、父亲丽正都曾在京做官，如今已经三世百年。龚自珍从道光二年实授内

阁中书，到道光十五年任宗人府主事、十七年任礼部主事，一直担任京官，如今自己要离开北京，面对

祖上的遗泽，低徊沉吟，哪能不深深地眷记着皇家的恩施雨露？更何况这是一个长期在京任职礼部的世

家，在政治权力、家族财富上自然长期拥有相应的社会位置。作为礼部世家的一员，龚自珍的前辈和同

辈在吏部任职期间，都由礼部司官擢拔为地方道府官员。龚自珍又哪能不感君恩、念祖德，弥思称名于

后辈呢？可见一直到龚自珍受迫害出京，清帝国对龚家的恩惠，祖辈传承的家族传统，他始终不能完全

脱离抛弃而徘徊于其中，而且龚自珍是熟谙家族发展情况的，他著有《龚氏五世述》，书虽然已经佚失，

但反映出他对家族文化的看重。

龚自珍在当时不为普通人所理解，被认为是言行怪诞放荡不羁的狂士。他的思想大胆超前，天性

放逸多情，这种言行、思想不仅违背了传统体制的规范，而且也违背了家族传统，得到族人的指责。他

的叔父龚守正把他当作不能承绍祖德的反面典型，在《家乘》中说：“余亲族中亦有少年公子性情狂诞，

挥霍无节，樗蒲一掷，动辄千金，将乃父所积之书，所遗之金，不数年罄尽卒之，流落不偶，死于逆旅。……

此亦足为不知稼穑之艰难，忘祖父之累积者之戒也。”[31] 但龚自珍本身对社会种种非议并非无动于衷，

尤其是面对亲友的劝谏时。这造成了他生命的痛苦，使他产生一种生存焦虑。他曾经感概“平生进退两

颠簸”，而又在人生的夹缝中，选择“名高谤作勿自例，愿以自讼上慰平生亲”。[32] 因此，他遵从家族

的行为倾向，与现实妥协的行动就是积极参加科举考试，为名臣不为名士。而当依此而行，科举仕途不

断受到挫折时，其自我忏悔的行为就是戒诗、焚稿。

四、龚氏赋诗实践、思想倾向与龚自珍戒诗

龚氏家族与浙派诗颇有渊源，龚自珍的本生祖龚禔身与其弟龚澡身年少即喜好吟诗，号称“二龚”，

杭世骏乾隆三十一年主讲扬州安定书院期间，龚氏兄弟曾与之请业交游。龚敬身、龚理身也都有诗集传

世。龚自珍伯父守正、妹自璋、从弟自闳也有诗集流传，《国朝杭郡诗辑》对龚家诗人多有辑录。但从

龚氏家族并非以“诗是吾家事”自荣，而是将诗歌看作在科举仕宦之外的“余事”从这一点看来，家族

传统对诗歌的看法影响着龚自珍的“戒诗”。

如龚禔身好诗，常与澡身风雨对床，兄倡弟和。杭世骏掌教邗江书院时，禔身与之从游请教。龚禔

身得以与厉鹗、沈大成、罗聘、马曰璐、汪沆、余集、金兆燕、江立人等人联吟于虹桥碧浪之间。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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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初度述怀四首》其四：“从来儒冠生计误，世事无端集百端。水竹悠悠耽小住，

沧桑忽忽发长叹。砚林只合低头坐，茅舍偏宜放眼看。二十年来无赖甚，不堪潦倒对吟坛。”[33] 在这首

20 岁生日所写的诗中，禔身概叹儒生读书误事，看似表示应当放眼长远，实际上却充满了对功名仕宦

的向往和长做诗人的苦闷。从禔身自身的诗歌实践中，也可看出他看重仕宦而不着意于诗歌。他从乾隆

丙子年（1756）17 岁开始与“江乡诸先辈往来酬唱”，在青年时代一岁作诗约百余篇，但是大半多芟削

后不传于世。到乾隆乙丑年（1769）筮仕，以内阁中书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时候作诗之事就差不多被

完全搁置了。每日忙于入值任事，公事之余的时间，主要也用来应酬交际各种宾朋，“无暇再事歌咏”，[34]

因而《吟臞山房诗》中绝大部分为 30 岁以前之作。由此可见，诗歌在禔身的生活实践中，并不占有重

要地位，而只是他出仕前邀誉干名的阶梯。

再看龚守正的学诗经历。他自叙在 20 岁以前，伯父龚敬身对他督课甚严，“唯以举子业为重”，除

了学作试律诗外，“古今体诗概未寓目”。这是因为龚敬身“从不作古今体诗”，[35] 龚守正见到的敬身诗

也仅有追悼其弟禔身的“七年凄断鸰原泪，今日愁逢旅雁孤”一联，龚家中也没有敬身诗歌的存稿。所

以龚守正自丙辰年（1776）21 岁到北京后才开始学诗，但是他既无师承，也不能专学一家，“于古昔大

家诗，至今未能窥见门径”。道光四年，他汇集数十年的应制诗为《日下赓歌集》十卷。道光五年，他

又将旧作古今体诗汇集成《艳雪轩诗存》四卷，这些诗如“村童絮语”，只不过是以前的游历，这些诗

歌保存下来，历历在目，如逢故我，“非敢言诗，以此为老人之记事殊可也”。[36] 守正的学诗、刻诗历程，

表明诗歌只是其朝廷赓和、点缀太平的工具与记载生活的年历，他没有专意为诗人的追求。他在《日下

赓歌集》的自序中说自己“质性鲁钝，学殖又不充，世所称词章、考据两家，俱未窥见涯涘”。[37] 自己

为官翰林时，依例需进颂典册与廷试，所作大都为有韵之文，所以勉强操觚写作“应官诗”。他认识到

自己的诗文“性灵窒塞”，留贻后人的目的无非为后代提供应试、出仕中“官样文章”写作的范本，这

正符合他以诗为“功利之具”的目的，也符合龚家的家族传统。在他儿子龚自闳初入词馆时，龚守正作

诗勖勉说：“吉士吾初级，儿今步后程。培英期砥砺，植品戒纷争。问学竿头近，功名退步行。而翁甘

守拙，一未误平生。”[38] 在诗中告诫自闳“植品”、“守拙”。龚自闳认为父亲“一生以文字结三朝知遇”，

其遗疏上陈咸丰帝时还被称誉“学问优长”，这是因为其父天性“不竞声华”。龚守正身为文馆侍从，其

在“文字、学问”上成功的经验正是“不竞声华”、“守拙”。他在《杂感》诗中，分明觉察到一个天旋

地转的时代已经来到，时代呼唤能革新的人才，但他又保守地写道“但当恐惧修人事，莫逞才华改

旧章”。[39] 在诗歌中显露才华，表达改革思想，成为守正忌讳的事情。可见在当时的情境下，龚自珍放

纵瑰丽的“尊情”诗歌，自然与“应官诗”格格不入，它不仅违背家族实践的倾向，而且也难以获取广

泛的社会认同，而这两者互为条件，导致处在矛盾感与焦虑感中的龚自珍的“戒诗”行为。

从思想上看，龚家在学术方面偏重于程朱理学，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注重天命、性理、天道、仁

爱等“尊德性”之学，并不完全贬斥“宋学”。他主张“以训诂名物为之表，穷理尽性为之里，由博反约，

文质兼备”，[40] 讲求“非宋非汉”的义理之学，循六书九数而上达于性道天下，“小学之事与仁义孝弟

之行，一以贯之已矣”。（《抱小》）[41] 他有诗说：“本朝闽学自有派，文字醰醰多古情。新识晋江陈户部，

谈经颇似李文贞。”[42] 这首送别陈庆镛的诗歌，称赞清代理学在闽有它的渊源流派，文字醇厚有古人情

味，陈庆镛讲论经学接近清代理学名臣李光地。龚自珍集中有叙写陈庆镛书屋的《问经堂记》，对陈庆

镛的经学表示肯定赞赏。龚自珍诗中认为陈庆镛的学术溯源于李光地，可能是受家族文化的影响，龚鉴

《毛诗序说》与李光地经学关系密切，龚自珍可能读过此书，所以他的诗中称道李光地的学问。由此看来，

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与其家族倾向也有着某些相同的地方。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龚自珍又有反宋儒唯理主义的地方。《清实录》道光二年十二月载道光皇帝

在《御制养正书屋诗文集序》中引《周易 • 颐卦 • 彖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鼓吹自己

蒙嘉庆帝赐“养正”二字为园居之额，养正育德，成为自己“作圣之基所由始”。[43] 其理论推源于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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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就说《颐卦》中六四、六五两爻是“他居尊位，藉人以养，而又推以养人”。[44] 龚自珍在此时写作

的《壬癸之际胎观》却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明

曰我”，[45] 明显挑战程朱理学和皇权治统，认为主宰人类的不是道（理念），而是自我；他还进一步指出

远古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众人创造的结果。龚自珍对待“宋学”的复杂态度，大概与他的“自改革”思想

有关。当时政治现实严峻，但他没有放弃对帝国的希望，期待君主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思想受到

常州公羊学的影响，是那个时代学者存蓄已久的群体意识。但这种龚自珍所说的“穷理尽性”的大道，

也就是他的经世致用之学，“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并且后者往往局限了并束缚了前者”。[46]

他关注社会，又不愿重蹈“改朝换代”复辙，这种不愿触动清朝帝制根本的态度，却不能调和与大多数

保守因循士人的思想矛盾，落得两不讨好。

龚自珍的诗歌在纪事抒情之中夹杂着讽刺与批评，也就是他在《忏心》中所说的“寓言”，他的诗

歌无论是表现方法还是思想内容都背离了家族传统。他诗歌中的寓言偏重于批判和揭露，直刺封建社会

的心脏。例如《呜呜䃘䃘》一诗用有关于杨恽的两种声音“呜呜䃘䃘”，用“黄犊求乳”历史典故，来

抨击为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封建伦理。[47]《行路易》用“东山猛虎不吃人，西山

猛虎吃人，南山猛虎吃人，北山猛虎不食人”来比喻官场权贵的凶狠，用“江大水深多江鱼，江边何哓

呶？人不足，盱有余，夏父以来目瞿瞿。我欲食江鱼，江水涩喉咙，鱼骨亦不可以餐”[48] 来比喻社会

职位的分配不均，引起激烈的争夺，自己不能获取施展才能的位置。龚自珍诗歌的批判精神背离了家族

文化传统。龚氏家族的诗歌实践、学术思想给予龚自珍压迫性的作用力，使得他个人不能完全脱离体制，

真正纯粹地“横而孤”。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他决定戒诗。龚自珍把自己的“寓言”当作戒绝的对象，

“寓言绝计就灯烧”，焚毁了一些诗文。此后他在诗中屡次提到烧诗焚稿，例如“今年烧梦先烧笔，检点

青天白昼诗”，[49]“万言摧烧之，奇气又瘖哑”，[50]“此事千秋无我席，毅然一炬为归安”[51] 等，使得他

的诗文传世多有散佚，成为文学史上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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